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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格与人际生态的张力
———以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中心

高　进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１１０８１９)

摘　要:正德初年,刘瑾为打击谢迁等异己力量,连坐全体“余姚人”的京官仕途,兴起“余姚人毋选京

官”之事,反映了当时以谢迁为中心的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的政治人际生态.“余姚人毋选京官”之

事,折射出谢迁的政治人格,展现了以谢迁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的君子气节和从道不从君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谢迁;余姚人;荐举;政治人格;人际生态

中图分类号:K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５)０６Ｇ０１６８Ｇ０５

政治人格是政治人的政治性格特征的总和及其惯常行为模式,内涵着相应的政治道德特质及

其价值构成,形成了模式化的人格表征[１]３５.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政治人格主要通过其政治言行表

现出来,尤其是在关键重要事件中的行为选择,能够深刻揭示政治人内在的道德特质和价值追求.
“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的谢迁就是典型个案.谢迁,浙江余姚人,历仕明代宪宗、孝宗、武宗及世

宗四朝,官至内阁大学士.但是,宦海浮沉,在与刘瑾等阉党斗争的过程中,在选官荐举时却发生了

针对谢迁的“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此事以圣旨形式颁布,而且“著为令”.“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

本身只是宦海长河中的一朵涟漪,但是,事件却是谢迁的政治人际生态角力的结果.谢迁人际生态

中的敌友双方对峙形成的张力,在政治道德价值层面,折射出谢迁的政治人格.因此,本文旨在以

“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切入点,揭示事件背后隐藏的谢迁政治人际生态,探求以谢迁为代表的明

代士人政治人格的价值选择,以期抛砖引玉.

一、力的支点:“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

谢迁,秉 节 直 亮、见 事 明 敏,与 刘 健、李 东 阳 同 在 内 阁 辅 政 孝 宗,天 下 称 之 “贤

相”[２]卷１８１,«谢迁列传»,p４８１９.武宗嗣位,宦官刘瑾等“八虎”当道,谢迁与刘健等奏请诛瑾不成,“见几勇

退”[３]卷６,«四十二世祖丕行状»,遂同致仕.但是,刘瑾等阉党“憾不已”[２]卷１８１,«刘健列传»,p４８１７,“因遣侦卒四出伺察

迁事,竟无所得”[４]卷４９,«谢迁»,p９２９.此前,正德二年(１５０７)三月,诏列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榜
示朝堂.既而,“(正德)四年二月,以浙江应诏所举怀才抱德士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

彪,皆迁同乡,而草诏由健,欲因此为二人罪.”[２]卷１８１,«谢迁列传»,p４８１９刘瑾以此为借口,欲加其罪,“遂矫

旨谓:天下至大,岂无可应诏者,何余姚隐士之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礼等镇抚司鞠问”.
吏部尚书刘宇为攀附刘瑾,阿从瑾意,参劾布政史林符、邵宝、李赞,参政伍符,参议尚卫、马辂,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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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麟,推官谌聪,知县汪度访举失实.大施淫威,打击异己.而镇抚司领会瑾意,借机示好,狱辞连

及健、迁.于是,刘瑾以此为证,必欲逮捕刘健、谢迁,施以并坐,且要籍没其家.大学士李东阳徐为

劝 解,“瑾 意 稍 释 ”. 但 是,焦 芳 在 旁 落 井 下 石,抗 声 曰:“纵 轻 处 罪,亦 当 除

名”[５]卷４７,正德四年二月丙戌,p１０７３Ｇ１０７４.于是颁旨,刘健、谢迁被贬为民.周礼等皆谪戍边.尚卫、林符等各罚

米三百石,谌聪、汪度罢职.而且下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２]卷１８１,«谢迁列传»,p４８１９.
从客观上看,“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存在着特定的促成因素.
其一,“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与明代选官荐举制度变化有关.明初,荐举制度广为用于选官,

“洎科举复设,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永乐之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

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宣德虽有鼓励,但是,“实应者寡,人
情亦共厌薄”.正统以降,“荐举者益稀矣”[２]卷７１,«选举志三»,p１７１４.在荐举日稀人情共厌的情况下,周礼

等应诏行荐举之途,“所司未纳,四人屡奏求用”[５]卷４７,正德四年二月丙戌,p１０７３Ｇ１０７４.周礼等人是“因荐举而得

祸”[２]卷７１,«选举志三»,p１７１５.周礼“生而颖异,十岁能诗文,弱冠补邑弟子员,博极群书,淹贯经史”,但“累
科不第”,著有«续编纲目发明»一书,“进奏孝庙”,由礼部进呈,谢迁为之作序,刊行天下,“援例赐其

冠带荣身”[６]卷１８,«隐居静轩».恰逢“诏访举怀材抱德之士”,浙江以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

彪四人应诏.既是应诏,何罪之有?
其二,“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还源于余姚的人文地域文化.余姚以文献、科举著称.“余姚以

文献称久矣”[７]卷２,«赠邑宰丘君以义被召之京序»,好学诗书遍及乡里,“好学、笃志、尊师、择友,诵弦之声相闻,下
至穷乡僻户,耻不以诗书课其子弟,自农工商贾鲜不知章句者”[８]卷５,«舆地志»,p１１７.而且,“姚士之盛于

乡,犹其乡也,其试于春宫成进士,则海内以为前茅矣”[８]卷１４,«选举志下»,p２９１.故此,出现以谢迁为代表

的一大批进士科举人才和未中科举却志于科举的怀才抱德之士,是明代铨选官员的重要来源,以致

刘瑾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抱怨“何余姚隐士之多如此”.同时,余姚地少人多,余姚人士多愿

通过科第入仕等渠道外出谋得生路.“盖余姚士子皆出外谋生,鲜有家居者.”[９]卷８,«史四»,p７２因为,“绍
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１０]卷４,«江南诸省»,p４５.
于是,余姚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外出谋生顺理成章.“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的周礼、徐子元、许龙

及徐文彪参与荐举自然无可厚非.
从主观上看,刘瑾利用此事主要基于两种可能:
一种是应试言语触怒刘瑾.«浙江通志»载:“(徐文彪),字望之,上虞人.正德间,举贤良,以母

老辞.有司敦趣,乃行.是时,逆瑾方专恣,而谢文正迁以忤瑾,谢事去.文彪至京,试吏部,用萧傅

‘恭显’语,瑾览策,以为文正乡人,怒甚,下之狱,榜掠几死,械戍镇番.镇番,接壤流沙,在中国万里

外.”[１１]卷１８８另有«甘肃通志»载:“徐文彪,上虞人,武庙时以布衣征.值瑾乱政,即于廷中指为‘弘恭

石显’,极诋其恶.瑾怒,下狱,廷杖,谪戍镇番卫.”[１２]卷４０,«流寓»清人毛奇龄记载:“会诏举怀才抱德,
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应诏,同试吏部.中有文用‘恭显’语者,瑾大怒,诏狱榜掠刺,
械 之 戍 镇 番. 而 以 四 人 者,迁 乡 人,其 草 荐 举 诏,则 健 为 之,矫 旨 黜 健、迁 为

民.”[１３]卷７４,«明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文正谢公传»

另一种是刘瑾故意找借口屈打成招.陈洪谟«继世纪闻»载:“浙江绍兴府勘报明经修行者四

人,内余姚三人.逆瑾以为谢阁老迁所私,执送锦衣卫镇卫司问.其一人妄招,词连谢,因及洛阳.
刘瑾以为奇货可耽宿忿.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置谢于边戍,赖李阁老曲为辨析,令
其为民.”[１４]卷３,p８６查继佐«罪惟录»载:“时有经明行修之举,内余姚三人,指为臣谢廷(当为迁)所私,
送锦衣卫打问,硬招,连谢边戍,免为民.”[１５]卷２９,«刘瑾本传»

无论是周礼等人言语触怒刘瑾,还是刘瑾屈打成招寻隙谢迁,都成为刘瑾打击谢迁的有力工

具.如若周礼等人不是浙江人氏,未必引起刘瑾注意,至多不为叙用.如若周礼等人考举科举之

途,刘瑾等阉党也难寻其隙.但是,四人皆为谢迁同乡,而且“事在谢当国时”[１６]卷２８,«太傅王文恪公传»,又



由刘健草诏,这为刘瑾以谢迁“私其乡人”为借口,既能打击谢迁,又能连及刘健,实乃一举两得的机

会,刘瑾焉能放过.
刘瑾兴起“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主要目的是打击刘健、谢迁等异己力量,周礼等人只是斗争

的牺牲品,荐举制度在刘瑾等人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凭由乡党的关系,臆测徇私的

“莫须有”,实乃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并且,由此连坐全体“余姚人”的京官仕途,这是刘瑾等阉党专

权的肮脏苛政,也是明代政治发展中丑陋的闹剧.

二、力的形成:谢迁的政治人际生态

“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虽然是不同理念支配下的政治人物以制度为工具的政治斗争,但是却

反映了明代正德初年的政治人际生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例事件背后隐藏着围绕谢迁的政治人

际关系而表现出的政治矛盾.但是,无论是政治矛盾还是政治合作,都折射出明代阁臣与宦官、阁
臣与阁臣之间的政治人际生态.

一方面,刘瑾、焦芳及刘宇等人与谢迁矛盾关系的根源,不仅是政见的分歧,而且蕴涵着个人恩

怨,这种政治矛盾叠加积累而表现为对抗性的政治行为.
刘瑾之所以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不断打击谢迁,主要是因为谢迁参与正德初年谋诛刘

瑾等“八虎”阉党之事.刘瑾等宦官日导武宗游戏荒政,刘健、谢迁等人连章请诛之.刘瑾等环泣帝

前,武宗不满刘健、谢迁等顾命老臣的束缚,对刘瑾等皆宥不问,恩准刘健、谢迁等致仕.刘瑾逃过

此劫,但是,谢迁“词甚厉”[２]卷１８１,«李东阳列传»,p４８２２的态度和“欲遂诛之”[２]卷１８１,«刘健列传»,p４８１７的决心,让刘瑾

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这既是刘瑾与谢迁的政争之仇,又是明代内宦与阁臣党争的缩影.
焦芳之所以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对谢迁等落井下石,除了个人的政治品德与秉性之外,

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为了攀附刘瑾.焦芳“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

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阅奏章,一阿瑾意”.其二是与谢迁的个人恩怨.焦芳

“又上言御边四事以希进用,为谢迁所抑,尤憾迁.每言及余姚、江西人,以迁及华故,肆口诟

詈”[２]卷３６０,«焦芳列传»,p７８３５.同时,焦芳“亦憾迁尝举王鏊、吴宽自代,不及已”[２]卷１８１,«谢迁列传»,p４８１９.其三是

南北党争之故.“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

国进瑾.”[２]卷３６０,«焦芳列传»,p７８３６而谢迁乃余姚人,正是焦芳所深恶之人.这既是焦芳与谢迁的政治矛

盾,又反映明代阁臣之间的党争.
刘宇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参与打击谢迁,并非与谢迁存有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攀附刘

瑾.刘宇通过焦芳介绍,极力巴结刘瑾.刘宇为刘瑾打击台谏御史,刘瑾“以为贤”;刘宇行贿刘瑾

万金,刘瑾“大喜”[２]卷３６０,«刘宇列传»,p７８３８.对于刘瑾的政敌,刘宇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刘瑾欢喜的机会.
刘宇与大学士刘健不仅是同乡,而且早期受过刘健的栽培、推荐和提拔,但是,当刘瑾得势、刘健失

势之时,刘宇对刘健恩将仇报、落井下石.政治人格扭曲的刘宇对恩人况且如此,何况谢迁乎?
另一方面,刘健、李东阳及王鏊等人与谢迁的友好交往,既是源于同僚的关照,也是政见的志同

道合,这种政治结合表现为合作性的政治行为.
刘健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与谢迁同命相连.刘健与谢迁在弘治、正德初年同为阁臣,合

作很好.根据谢迁«归田稿»的记载,刘健作为内阁首辅,对谢迁“诚意交孚、委任无二”;谢迁作为辅

臣,对刘健是“忝从公后、协力同志”.在孝宗弥留之际,“榻前末命,同受重寄”;在同辅武宗时,面对

刘瑾恣乱,“权奸恣肆,守正不同,横罹谗忌,我时从公,引身退避”[７]卷３,«祭晦庵老先生文».可谓共同用行、
共同舍藏.二人退隐后,一个在河南洛阳,一个在浙江余姚,相隔千里,二者虽少通有无,但是,交情

依然,可谓:“望穷云树驰情远,谊重金兰入梦频”.此后,谢迁回想当年与刘健同命相连之事,慨叹

“榻前末命从公后,追想当时泪满巾”[７]卷７,«哭晦庵先生诗».
李东阳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上全力救助谢迁.李东阳与谢迁皆少年得志,同为翰林,多有



交游唱 和. 而 且,同 入 内 阁,与 刘 健 齐 心 协 力 同 辅 孝 宗,“李 公 谋,刘 公 断,谢 公 尤 侃

侃”[２]卷１８１,«谢迁列传»,p４８１９,时称贤相.对于谋诛刘瑾等阉党之事,李东阳亦有参合,但是,态度、言辞“少
缓”[２]卷１８１,«李东阳列传»,p４８２２,而在刘健、谢迁被勒令致仕时,独留内阁.李东阳泣别刘健、谢迁二公,并赋

诗二首送别谢迁:“十年黄阁掌丝纶,共作先朝顾命臣.天外冥鸿君得志,池边蹲凤我何人.官曹入

梦还如昨,世路论交半是新,仄柁欹帆何日定,茫茫尘海正无津”.“暂从中秘辍丝纶,同是羔羊退食

臣.偶为庭花留坐客,岂知宫树管离人.杯尽尚觉情难尽,棋罢惊看局又新.极目春明门外路,扁
舟明日定天津.”[１７]５６７Ｇ５６８“蹲凤”、“羔羊”,已言东阳之心境.但是,此后在谢迁遭受刘瑾等不断打击、
“几得危祸”之时,“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２]卷１８１,«李东阳列传»,p４８２３.而

且,李东阳与谢迁虽遥隔万里,李东阳却通过书信与谢迁“音问不绝”[７]卷３,«祭西涯先生文»,“长笺短札劳频

寄,海角天涯慰远思”[７]卷７,«哭李西涯»,二人交情可谓:“谷兰香远尚同心”[７]卷７,«寄寿李西涯七十用雪湖韵».所以,
李东阳对谢迁施以援手,情理之中.

王鏊对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力救得免”[２]卷１８１,«王鏊列传»,p４８２６.刘健、谢迁致仕,内阁只剩

李东阳,廷议补缺,刘瑾“欲引家宰焦芳,众议推鳌,瑾虽中忌,而外难公论”[１８]卷２９,«吏部左右侍郎行实»,p１７６,
由此,王鏊入阁.王鏊刚正不阿,与刘瑾、焦芳等人政见不一,面对刘瑾作恶多端,认为应该“人人据

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１９]卷上,«官制»,p１６.王鏊特别赞赏谢迁的耿直与不畏强权,
对谢迁所做所为“深以为是”,认为谢迁“十余年间,号能持正,不失为贤相”[２０]卷下,«吴宽、谢迁»,p２６.而且,
从私人交往角度,谢迁与王鏊同为成化十一年进士,谢迁是状元,王鏊是探花,交情颇深,谢迁在以

灾异求退之时,“举公与吴文定自代”[２１]卷１６,«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赠太傅谥文恪王公墓志铭»,
认同 与 推 荐 之 情 殷 殷.所 以,在 刘 瑾 追 究 谢 迁 “私 其 乡 人、摭 以 为 罪”之 时,“以 公 言 得

释”[１６]卷２８,«太傅王文恪公传».后来,嘉靖帝亦对王鏊此举大为赞赏,评曰:“志切匡救”[１８]卷１２,«内阁行实»,p８２０.王

阳明论曰:“世所谓完人,若震泽先生王公非之耶!”[２２]卷２５,«太傅王文恪公传»

明代的党争是明代政治人际生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只是一个个案载体,
展现出以谢迁为中心的政治人际生态格局,演绎着明代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多元力量进行

角逐博弈的政治轨迹.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以谢迁为代表的一方,虽然处于战略守势,但
是,毕竟他们肩负着维护圣学和国家利益的重任,是政治人际生态中的积极力量,经过积聚与酝酿

之后,实现政治人际生态的自我调试.

三、力的呈象:士人政治人格的价值选择

“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反映了谢迁特定的政治人格.这种政治人格不仅是儒家政治文化培

养孕育的成果,而且是传统士大夫价值选择的折射与反映.
其一,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君子与小人具有各自独特的内在价值构成,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是

衡量君子小人的基本标准,君子崇义,小人逐利,在这种价值选择和追求的过程中,逐步演化为一种

道德化的政治人格.谢迁在儒家义利观的熏陶下,以践行君子礼义为标准,言行如一,始终如一.
“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体现了谢迁人格的道德恒定性,展现出君子的“无私”与“无我”.余姚人的

荐举,并非谢迁的私心所为,更非谢迁的私利所系,可谓“无私”;面对刘瑾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
事打击报复的险恶境遇,谢迁亦能处之泰然、临危不惧、威武不屈,体现出传统士大夫正气凛然的气

节和精神,可谓“无我”.面对刘瑾、焦芳等人的污蔑与打击,“人皆危之”,但是,谢迁却“若不知有忧

患者”[２３]卷３,«太傅谢文正公迁»,p４１６,依然将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对于家人与亲友的担心,谢迁应对说:“天佑

皇明,计当无他,不见刘元成事乎?”[２４]卷２７,«宰相中谢文正公迁»谢迁所言刘元成,是指北宋谏官刘安世,其
“正色立朝,扶持公道”,有“殿上虎”之称.为章惇、蔡京等排挤,先后七次贬谪.谢迁所言“刘元成

事”,是指刘安世因受“同文馆狱”牵连,蔡京欲诛杀其灭口,刘安世得知此息,“色不动,对客饮酒谈

笑”[２５]卷３４５,«刘安世传»,p１０９５４,视死如归.谢迁所处境遇与刘安世相似,自然以不变应万变为良策,正气的



信仰 与 坚 守 支 撑 着 谢 迁 不 屈 的 意 志. 于 是,谢 迁 “处 之 裕 如,日 与 客 围 棋 赋 诗 以 自

娱”[２４]卷２７,«宰相中谢文正公迁»,p４９Ｇ５０,心地坦然无界,气节昭然可见.正因为“无私”,方能“无我”.这种政治

人格是惯常的行为模式,并非刻意掩饰即可成行,亦非朝夕之间自能可为.真可谓“仁者不忧,知者

不惑,勇者不惧”.
其二,在道统与政统之间.在“余姚人毋选京官”的事件中,谢迁之所以受到诬陷及连累,刘瑾

之所以能够无事生非、肆意报复,左右这个不平衡政治格局的力量是明武宗的态度.但是,究其根

源是谢迁以什么态度侍奉顽劣而偏信宦佞的武宗的问题,即在道统与君主之间需要抉择.谢迁奉

行传统儒家道统原则,以道事君,以天下为己任.对于孝宗,忠诚无私,恪尽职守,信守孝宗遗命,精
心辅佐武宗,殚精竭虑,对武宗的顽劣行为进行劝谏无效.在道统与君主意志产生分歧时,谢迁奉

行道统与君主的分离,选择了“从道不从君”.因此,武宗允许谢迁等人致仕,也就意味着武宗对“余
姚人毋选京官”之事的态度.谢迁在道统与君主之间选择了道统,也就意味着谢迁放弃了对君主无

道的苟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谢迁奉行道统,维护圣学,坚信道高于君,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谢迁的政治人格决定了其政治行为的方向.“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只是一个个案载体,蕴含的却

是士人政治人格的价值选择.以谢迁为代表的士人,在位时,见事明敏、精心辅佐;去位后,“奉身而

退,始终一节,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３]卷６,«四十二世祖迁墓志铭».个人的政治人格,体现了士人的生命意义

与生命价值,更彰显出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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